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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生物遗传资源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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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以民事契约为主的双边协议方式，经过多年国际实践证明并不是最合适处理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的有效模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建立以“有限的开放”为基础的区域多边协议方式，促进生物遗传资源使用国通过开放获取交换所模

式获取生物遗传资源，可以有效的解决跨区域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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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ivil contract-based bilateral agreement approach has been proven over the years that it is not the most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mode to deal with benefit sharing of biogenetic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stablish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limited open” way of regional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can facilitate genetic resources used by an 

open access exchange mode access to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which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cross regional benefit 

sharing of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 bounded openness; multilateral protocol; clearing house; benefit sharing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极具战略

高度的创新路径，有力地塑造了我国进一步参与全

球区域合作化理念的国际形象，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重要抓手，实践沿线各国经贸、基础建设、

能源、人文、生物多样性的合作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随着“一带一路”理论持续推进和贯彻落实，

其所涉及的内容更加趋于多元和丰富，生物遗传资

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长

期、持续关注的焦点领域和热门话题，其在理论、目

标、方式与主体等方面与“一带一路”高度契合[1]。

与中国接壤的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如印度、尼泊尔、

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家以及东盟诸国与我国同

属于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地理环境使得我国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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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生物遗传资源分布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生

物遗传资源物种具有跨区域性分布特点。国际上，

环喜马拉雅区域国家以及东盟各国与我国面临同样

严峻的“生物海盗”行为的掠夺，作为生物遗传资

源的重要提供国的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具有相同的

国际诉求[2]。《生物多样性公约》《波恩准则》《名古

屋议定书》以及各国或地区数十年对生物遗传资源

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的不断探索，倡导形成的以民

事契约为主的双边协议方式，经过多年国际实践证

明其并不是最合适的处理惠益分享的有效模式，在

制度探索上不断有学者提出对于采用双边协议解决

惠益分享可行性的质疑。借由“一带一路”所倡导

的国际合作理念，通过逐步探索区域多元化的多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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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解决机制，进而建立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合作新模式，构建基于开放获取

的交换所模式是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1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现实困境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制药公司基于其资金

和技术优势，不断窃取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

通过现代制药技术提取有效物质开发新药，并通过

申请专利占为已用，严重损害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国

的权益。针对此种日益猖獗的“生物海盗”行为，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生物多样性公

约》，并于 1998 年开始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与

惠益分享国际制度的谈判工作，《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约方大会于 2004 年专门成立“惠益分享工作组”，

致力于解决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

际谈判。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3 大目标和原则下，《波

恩准则》《名古屋议定书》及各国/地区不遗余力积

极探索惠益分享机制。然而，如何实现“公平”的

惠益分享，涉及对于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可能获得的

利益评估及利益分配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生物多

样性公约》《波恩准则》以及专门涉及这一问题的针

对如何实现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

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也没有提出很好的解

决方式，全球对该议题争议较大，研究长达 20 年之

久，仍然未达到一个可以让大家普遍接受的公平惠

益分享机制。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普遍采用的是

通过合同契约方式实现惠益分享，至目前为止，全

球至少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些组织还是以

区域形式存在的，如欧盟、安第斯共同体、非洲联

盟）实行这一方式，通过建立各种分享行为指南和

示范性准则。国际上惠益分享通过协议形式普遍采

用 2 种模式，一为基于营利性的商业性开发设定货

币惠益分享比例，另一种为基于非营利性质的研究

工作的非货币惠益分享，包括科研培训、教育、能

力建设、科研项目协作、研究成果出版物分享以及

提供研究数据成果等。 

然而，通过民事契约形式实现惠益分享要真正

做到公平、公正却是非常困难的，惠益分享制度并

没有设计一个合适的激励制度来确保《生物多样性

公约》前 2 个目标的实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双边

协议谈判时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谈判成本居高

不下，对于未来商业研究价值实现的不可预期性，

复杂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难以激励使用方积极签订

有实质意义的利益分享合同。且双方基于利益的博

弈也是建立在并不健全的价值评估体系上，对于未

来的货币惠益分享比例更多的流于形式上的规定，

难以实现对因实行商业性开发而获得的实际价值相

对应的利益比例分配。同时，行政管辖区域内的生

物遗传资源可能只能满足部分使用者，使用者有时

需要的生物遗传资源具有跨区域性，而共享类似资

源的国家之间也会发生价格战，《生物多样性公约》

等国际性公约并未就共享资源的国家之间如何协调

做出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合同契约形式是建立在

一国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性保障制度基础之上，如果

某一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性规

定，是无法实现合同契约所约定的权利义务，而对

结果的公平，即分配公平，合同契约形式也无法解

决权利何时用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者不再负担公平

分享惠益的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未做出相应

安排。而纵观各国或地区的分享行为指南和示范性

准则，也并未提供合理的解决渠道，行为指南一般

只是指供惠益分享的形式或内容，并不涉及具体规

则的适用，而示范性准则多数回避这一问题。 

由于当前惠益分享机制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

过于原则性的指导意见缺乏可操作性，在国际上真

正运用民事合同契约模式解决惠益分享问题的国家

或地区并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国家—哥斯

达黎加，被认为是真正运用民事合同契约形式解决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较好的国家。

1998 年哥斯达黎加建立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旨在解

决从哥斯达黎加保护区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用于研

究开发所获得的任何可持续的经济利益。尽管生物

多样性研究所试图不断尝试在惠益分享机制设计上

不断进行改进，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争议不断，

经过 20 多年的运作，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面临关闭，

正在寻求政府救助[3]。 

双边协议模式经过多年国际实践证明并不是最

合适的处理惠益分享的有效模式，在制度探索上不

断有学者提出对于采用双边协议解决惠益分享可行

性的质疑。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适合生物遗传资

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模式的有利途径以实现全球生物

多样性技术合作的目的。 

2  “有限的开放”理念下的多边协议策略 

公平合理的惠益分享源于《生物多样性公约》

3 大目标之一，《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定的 3 大目

标和原则即主权原则、知情同意与惠益分享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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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生物遗传

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人人可以免费获取的基本看

法，转而支持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生物遗传资源所有

权取得须征得所有者知情同意，潜在的放弃了公有

领域的设定。这种转变是基于一种假设，即资源会

得到有效利用，持续利用是该公约的一个目标，而

且缔约国的确有义务“致力于创造条件，便利其他

缔约国取得生物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

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包括持续利用的限

制”[4]。从该假设可以看出，公约的目的并不是阻止

对于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相反生物遗传

资源所在国应积极促使其他缔约国对生物遗传资源

的便利获得，以发挥生物遗传资源的最大价值。 

基于现行惠益分享双边协议存在的弊端，有学

者提出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寻求一种新的模式，即采

用一种新的多边协议方式解决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与惠益分享问题。当前惠益分享机制采用的传统理

念是通过知情同意制度以约束生物遗传资源使用者

的“获取”行为，进而以合同契约方式约定后期的

利益分享模式。然而，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目的并不是阻止他人对生物遗传资

源的获取，而是重点强调获取后利益分享的实现。

因此，有学者提出建立“有限的开放”[5]理念来实现

后期的利益分享。国际上生物遗传资源的“盗取”

行为，往往用于科学研究，提取有效物质作为医学、

农业、化工等用途，对于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大都以

申请专利的形式获得保护。如果对生物技术申请专

利，则生物遗传信息的使用就会被披露。如果取得

商业上的成功，将确定国家间遗传信息的分布情况，

并根据物种的保护状况来分享利益。这种利益分享

将不再是事先的，而是一种事后控制，即允许生物

遗传资源使用者免费获取生物遗传资源，如果其利

用生物遗传资源所获得的遗传信息开发生物技术申

请专利，则将根据其所披露的生物遗传信息来确定

这些遗传信息分布的国家区域情况，以此来决定哪

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参与利益分享。共享遗传信息来

源的国家将以与物种地理分布按比例来共享既定或

预先确定的利益。 

“有限的开放”为采用多边协议形式处理生物遗

传资源惠益分享提供另类视角，而这一点在名古屋

议定书第 10 条也给出了相应的指导意义，即当生

物遗传资源分布在 2 个或 2 个以上国家时，可以考

虑全球多边利益分享机制构建的可能性[6]。其直接

跨越获取前的知情同意程序，使得加入多边协议的

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国不必纠结于繁琐细致的事先知

情同意机制的构建，然而，这种“有限的开放”对

于后期如何确定哪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参与利益分享

以及根据物种地理分布比例来确定即定或预先确定

的利益仍然缺乏可操作性，而《生物多样性》倡导

下的交换所机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路径。 

3  “一带一路”背景下生物遗传资源“开放获取交

换所”路径探索 

基于“有限的开放”理论，包括 2 层含义，即

一是开放的对象有所限制，仅限为加入多边协议的

成员国，二是开放的内容有所限制，成员国可以自

由选择开放的生物遗传资源内容。通过建立多边协

议，明确惠益分享方式，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将本

国的生物遗传资源信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披露公

开，而建立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则是实现各成员国

自由获取所需生物遗传资源，实现生物技术合作，

进而实现惠益分享的先决基础。 

3.1  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6 条到 19 条中关于基

于生物多样性、生物遗传资源方面的技术的取得和

转让、信息交流、技术和科学合作以及生物技术的

处理及其惠益的分配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国也

逐渐认识到有效的信息交换是作为提高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 18 条第 3 项规定缔约国会议应在第一次会

议上确定如何设立交换所机制以促进并便利科技合

作。明确提出建立交换所机制模式以促进生物多样

性技术合作。为了有效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6 条到 19 条的规定，缔约大会第 VII29 号决定通

过了一项关于技术转让、技术与科学合作的工作方

案。工作方案构成第 2 部分规定发展或加强国家、

区域和国际系统，以便收集和传播关于技术转让和

合作以及技术和科学合作的有关资料，包括建立有

关技术的电子数据库的有效网络。 

开放获取模式最典型的例子来源于版权领域的

开放源代码软件，即由创作者公开源代码，由各个

用户群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在此基础上免费获取、

开发后续代码，此种合作方式被寓为开放式的合作

创新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创作者创新模式（也有学

者称为使用者创新），其并不单纯依靠知识产权的传

统模式来激励创新，而是基于需求互惠的理念，通

过多方的信息共享和合作来促进创新。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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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基于开放科学理念下科学共享创立的知识共享

许可证。知识共享网站作为一个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通过用户捐献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授权颁发知识共

享许可证，用户签订知识共享许可证免费获取网络

平台提供的免费作品来实现知识的共享。知识共享

的一个目标在于增加公共领域中公开许可的作品创

造力数量，通过知识共享许可证的使用，全世界数

以百万计的人将他们的照片、视频、著作、音乐等

创造性内容提供给公众免费使用，使用者再对其进

行演绎、加工创造出新的作品形式。 

以多边协议“有限的开放”策略为基础，建立

开放获取的交换所模式，成立“一带一路”区域性

的生物遗传资源交换所，通过签订统一的共享许可

协议，多边协议成员国将其本国数据库资源链入交

换所，通过交换所自由获取和使用数据库中的生物

遗传资源信息用于研究开发或进行商业性的利用，

当获得一定研究成果及商业上获得成功后即上传至

交换所以实现成果利益共享，以解决在“有限的开

放”理论下对于后期商业性开发如何确定利益分配

等缺乏操作性问题上提供路径。 

3.2  “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路径实现条件 

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是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

和惠益分享谈判进程中基于现实利益考量所产生的

结果。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提供

国与欧盟、加拿大、瑞士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物

遗传资源使用国对于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存在不

同的理解和立场，使得全球多边惠益分享机制迟迟

不能达成有效的框架协议。基于当前国际形式，在

“一带一路”背景的加持下，我国应充分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生物遗传资源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沟

通和交流，在“有限的开放”的基础上，形成区域

合作模式以解决《名古屋议定书》谈判中未解决的

问题，形成“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开放共享合作机制。 

“有限的开放”制度的实现需要满足 2 个前提

条件，即首先国家对于其所属生物遗传资源需要建

立完整的数据库，且对于生物遗传资源所蕴含的遗

传信息需要处于公开可查询状态，为进一步建立开

放获取交换所奠定基础；其次，需要通过建立多边

协议来实现惠益共享的基本共识。具体步骤如下： 

（1）开展区域内各国有关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

惠益分享的研究，探讨和沟通“有限的开放”获取

理念与构建模式，组成区域内各国研究代表团，形

成统一的“有限的开放”获取理念。这种开放获取

并不是没有约束的任意获取，而是“有限”的开放，

国家可以就濒危的生物遗传资源等列入禁止获取的

清单，除清单之外的生物遗传资源只需向政府提出

申请，完成登记手续，按规定完成相应生物遗传资

源物种的获取，并承诺在完成该生物遗传资源商业

性开发后的履行技术成果共享即可。 

（2）开展区域内各国生物遗传资源物种的数据

整理与合作，对各国具有相同的生物遗传资源物种

进行整理，形成生物遗传资源文献化数据库。这种

文献化数据库有利于建立专利信息披露义务所形成

的防止不当占有的防御策略，同时，对利用生物遗

传资源进行的发明创造后续的惠益分享提供数据基

础。各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实现生物遗传资源文

献共享，打造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数字

纽带，建立切实可行的区域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8]。 

（3）形成区域内各国有关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

惠益分享的政府间联合委员会，建立区域一体化的

统一获取登记管理机制，制定统一的“开放获取”

的技术成果共享模式。政府间联合委员会根据各国

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共享模式，统一授权生物遗传

资源使用者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许可，跟踪该获

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商业性开发情况，通过研究制定

各项规则以约束“捐献”技术成果的违约行为以及

妨碍共享的技术成果的使用行为，如成员国在加入

共享计划时必须签署一个“不主张”专利权承诺等。 

3.3  我国“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的路径探索 

3.3.1  倡议和推动“一带一路”生物遗传资源获取

和惠益分享多边协议进程  “一带一路”整体建设

中对于与沿线国家所开展的合作日益多元化，2017

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在涉及相关的绿色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合作 2 份规划中，提出推动水、大气、土壤、

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环境保护，推动生态保护合作，

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履约工作，科技部等 4

部委联合发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

作专项规划》重点领域涉及农业部分、资源部分、

医疗健康部分均涉及实质性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

惠益分享议题，在战略上我国已初步具备与沿线各

国开展生物遗传资源和惠益分享多边协议路径谈判

的基础。新时期下应成立以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

护部）为主导，联合科技部、农业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等部门，积极介入“一带一路”生物遗传资

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协议谈判的启动和推进，充

分借鉴《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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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和惠益分享多边系统所取得的成绩和有益经

验，为建立多边路径打下基础。 

3.3.2  以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所为基础

“开放获取交换所”的建构  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信

息收集及数据库主要集中在政府公共部门和一些私

人研究机构，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各部委和地

方政府陆续建立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数据库，但由于

没有一个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和网络管理的

总体规划、设计、协调和管理，各部门之间的信息

交流和共享也缺乏一个公平合理的政策，生物多样

性数据管理标准的差异导致信息交换、共享和综合

处理的困难，也造成了财政和人力资源的浪费。1998

年为了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义务而成立的中国

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所，在一定程度上为架构

一部统一的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平台提供了基本的

框架和设计，但该平台并未实现数据库的整合，数

据资源单一，缺乏有效管理。因此，为实现开放获

取的多边路径，应以中国国家生物多样性信息交换

所为基础，国家生态环境部通过整合其他部委建立

的生物遗传资源数据库，借鉴知识共享许可证模式，

建立我国特色的生物遗传资源开放获取交换所，为

最终建立和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开放获

取交换所奠定基础。 

3.3.3  组建国家生物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  《生物

多样性公约》规定在生物多样性的获取上以国家主

权为原则，我国应积极借鉴印度的国家生物多样性

管理局和巴西的生物多样性管理理事会等，赋予生

态环境部统一管理职权，组建国家生物遗传资源管

理委员会，在上述各数据库基础上构建全国性的生

物遗传资源交换所网站，统一行使全国范围内的生

物遗传资源管理，包括多边协议成员国开放换取交

换所协商与构建、组建政府间联合委员会、交换所

登记管理以及利益分享等。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所确定的基本框架下，借鉴国际上生物多样性信息

数据库成功经验，实现“有限的开放”理念下的“开

放获取交换所”利益分享模式。 

4  结语与展望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重

塑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

生物遗传资源发展生物技术是未来促进科技变革的

重要因素。应以“一带一路”为契机，逐步建立生

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多边区域合作机制，以“有限

的开放”为基础，构建开放获取的交换所模式，形

成“一带一路”区域各国生物遗传资源提供国通过

后续开发的技术成果共享模式实现获取的惠益分

享，以“开放获取交换所”模式吸引生物遗传资源

使用者加入区域生物遗传资源多边惠益分享协议，

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机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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